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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五星俑研究 

吕瑞东
1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1978年底，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中出土一组定名为五星俑的神怪俑。五星俑的形象与佛教中的五星

形象基本一致，墓葬中的五星俑及佛像组合也与炽盛光佛图像组合相似，墓葬中随葬的五星俑应属佛教系统。唐宋

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流行，人们认为供奉炽盛光佛能达到“禳灾祈福”的效果，墓葬中随葬五星俑应该是

佛教信仰在墓葬习俗中的反映。 

【关键词】：北宋 五星俑 炽盛光佛 佛教 

【中图分类号】：K871.44【文献标识码】：Ａ 

1978 年底，江苏省溧阳县发现并清理了两座砖室墓。根据墓志得知，两座墓的墓主是北宋富户李彬及其夫人潘氏。墓葬中

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陶塑像数量较多，报告将其定名为四神、五星、二十八宿、功曹、金刚神像。由于简报公布俑像

时未给出定名依据，并且简报所给出的文字图像材料有限，故而这些俑像的定名遭到学者的质疑。彭辉认为，李彬夫妇墓的形

制与《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见的墓葬规制相符，墓葬中所出俑像应为十二辰俑，同时认为李彬墓出土器物具有浓厚的道教色

彩[1]。根据报告对墓中出土随葬俑的描述，笔者认为将造型各异的俑像归入十二辰系统略显牵强。结合唐宋时期有关五星的图像、

石刻材料考虑，笔者基本认同报告中的定名，并且认为墓中随葬的五星俑与佛教密切相关，同时对随葬俑组合的含义也加以判

断。 

一、出土五星俑形象分析 

李彬夫妇墓位于溧阳县城西北二十公里的竹篑公社中梅大队附近的一个小土堆东侧。一共发现两座墓葬，形制结构完全相

同，均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根据墓志及其墓间填土推测，两墓为同穴合葬。墓室长 5、宽约 1.8～1.97、高 2.65 米，底部为

一层砌作人字形的铺地砖，中部有凸出的棺床。四壁为砖砌的仿木构结构，并在侧壁、后壁及四角底部设有壁龛，侧壁壁龛分

上下两排，每排 6 个；后壁设并排的三个壁龛。墓葬中的出土器物数量较多，共有琉璃建筑构件 8 件，各种神像、佛像及力士

俑等 34件，陶瓷器 36件，以及铜镜、石砚等其他器物 9件[2]。 

关于墓葬是否完整，报告中没有说明，但是据报告中的相关描述可推知一二。首先，从出土的陶瓷器来看，仅有两件俑像

的头部缺失，其余俑像保存完好，尤其是结构复杂的琉璃制楼亭轩榭也保存完整，整体来看随葬俑、模型器的残损程度较小。

其次，从出土贵重物来看，墓中出土大量银扣器，还有部分银器和铜器，随葬品中贵重器物也没有残损的描述，可见保存相对

完好。另外，在一件直径 23.5厘米的铜锣内盛有十余斤铜钱，钱币数量较多，也没有散乱的迹象，出土时铜锣内的钱币应该没

有被扰乱。从上述迹象来看，墓葬整体上保存较好，没有被盗扰的痕迹，所以墓葬中所出土的俑像组合应该与墓主下葬时基本

一致。 

出土的 34件俑像中，力士俑嵌于墓室四角底部的小龛作支撑墓壁状，各种神像发现于墓底，原来是否放置在壁龛中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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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知。随葬的神像、佛像主要出土于李彬墓中，其中有 5件神像被识读为五星，其形态特征如下[3]。 

 

图一//李彬墓出土五星俑 

1.太白俑 2.岁星俑 3.辰星俑 4.荧惑俑 5.镇星俑 

黄釉女俑：呈坐姿人像，头部缺失。身着披肩，长袍蔽膝，下裳，宽带前垂，怀抱琵琶（图一︰1）。 

黄釉文官俑：呈坐姿文官像，保存完好。头戴冠，冠前有一猪首，长袍蔽膝，下裳，宽带前垂，怀抱笏板（图一︰2）。 

黄釉妇人俑：呈坐姿老妇人像，保存完好。头部束发，头上有水浪状发饰，右手托一方形物件于胸前。身着披肩，长袍蔽

膝，下裳（图一︰3）。 

姜黄釉武士俑：呈坐姿武士像，保存完好。在左右耳部各塑一同样的小面，披发，顶有一驴首，着披肩，上身裸体。四臂，

两臂高举，似持物状，两手抱于胸前，四腕带镯。项戴铃圈，下着裙，袒腹，赤脚。顶部驴首施绿釉，其余部位施姜黄釉（图

一︰4）。 

绿釉半裸俑：呈坐姿人像，保存完好。怒目披发，上身裸体，项戴锁铃，一手握拳半举于胸前，似持物状，下着衣裙，赤

脚（图一︰5）。 

这五件俑的高度均在 26～27厘米，全部出土于李彬墓中，报告将其依次识读为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除了这五

件五星俑外，还有被识读为二十八宿的神像俑八件。两墓所出神像俑在塑造方面差异不大，均为坐姿人像，尺寸相近，高均在

26～27 厘米左右，男性以文官形象为主。五星俑组合中，太白、岁星、辰星的形象比较写实，体态特征也很明显，荧惑和镇星

的形象较为夸张。由于简报公布的图片材料较少，对二十八宿俑特征的识读也较主观，其定名的准确性也难考证。 

此类五星俑在其他墓葬材料中未见报道，相关的图像材料也不见于其他墓葬中。在唐宋时期，五星常常作为九曜或十一曜

的一部分出现在寺院壁画中，洞窟壁画及传世图像材料中也有相关的形象出现，且大部分与佛教有密切联系。 

南朝时期便有画家绘制五星题材的绘画，《宣和画谱》中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期的画家张僧繇便绘有《九曜像》《镇星像》和

《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
[4]
。到唐宋时期，五星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多，现存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唐代绘画《五星二十八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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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图》（图二）则是其中的代表[5]。绘画的作者为唐朝中期的画家梁令瓒，根据画中的人物特征推测其应该是依据时代更早的底

本传摹而作。图中每个人物旁均有篆书题记，记载了该星宿的名称和祭祀方法。图中太白为戴凤首冠骑凤鸟的女性；岁星为骑

野猪的兽面人；辰星为左手持笔右手抱卷的女性；荧惑为骑在驴上的驴头武士，赤身，六只手持各种武器；镇星为一肤青黑的

长须老者，赤裸上半身，骑一青牛。目前所见唐宋时期的五星形象应是在神形图所绘五星形象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

基本特征仍然保留。 

英国博物馆所藏出自敦煌的唐代绢画《炽盛光佛并五星图》（图三）中也有五星形象出现[6]。图画旁有“炽盛光佛并五星”

的题记，可知图中坐在车舆上的为炽盛光佛，围绕炽盛光佛的五个人物为五星。对比同时期所绘的神形图可大致识别辰星、镇

星和荧惑。从图中可以看出：最里侧的为一女性，头上戴一猿形发饰，手持文书和笔，应该是辰星；车舆前方一侧为一肤色青

黑的长须老者，头戴猪形饰物，半赤裸上身，手牵青牛引导车舆前行，应为镇星；最右侧为一四臂武士，头发上冲，戴马形饰

物，半赤裸上身，手脚戴环，手持兵器，应为荧惑。画面正前方为一身着白衣、手弹琵琶的女子，头戴鸡形冠，对比神形图中

头戴凤鸟冠的太白像来看，该人物表现的应该是太白，手弹琵琶也符合文献中所记“白练衣弹弦”[7]的特征。车舆前方的着白衣

的青年，形象特征不明显，可见其头戴一顶造型奇特的冠，手捧物于胸前，推测应为岁星。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带纪年的炽盛

光佛和五星组合的图像材料。 

 

图二//《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中的五星像 

1.太白 2.岁星 3.镇星 4.荧惑 5.辰星 

大足北山石窟中，开凿于前蜀乾德四年（922 年）的佛湾第 39 号金轮炽盛光佛龛中可见五星的形象（图四）[8]。根据右侧

门楣上的题记可知此龛所供奉的是“炽盛光佛并九曜”。佛龛的主体是端坐于莲花座上的炽盛光佛，佛像左右为九曜。九曜像

部分损毁，但是可辨识出主尊右侧第二层两尊塑像的形态。这两尊塑像形态特征较明显，均为女子，一人怀抱琵琶，一人手持

笔、卷，根据留存的神形图可知，这两尊塑像对应的应该是太白和辰星。岁星下的一尊像虽然模糊不清，但是根据其隐约可见

的下体穿裙衫的特点来看，可能是镇星像。 

北宋年间刻印的《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图五）图像中也有五星的形像[9]。图像有残损，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复原

和研究，该版画以炽盛光佛为中轴对称构图，上部分表现的是炽盛光佛和太阳、太阴、罗睺、计都，下部分表现的为五星，依

次为太白、镇星、辰星、荧惑
[10]
。五星均列于炽盛光佛前，人像立于祥云之上。对比其他图像来看，形象清晰的仅辰星、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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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荧惑，太白仅部分可见，从右向左依次为岁星（缺失）、太白（残）、镇星、辰星、荧惑。图中太白像残，仅见其怀抱琵琶；

镇星为一倚杖而立的长须老者，头戴牛首，赤裸上半身；辰星为女性，头上有一猿形发饰，左手持纸，右手持笔；荧惑部分残

损，但可见其为一武士形象，头发冲天，赤裸上身，手脚戴环，四只手臂持多种兵器。 

 

图三//炽盛光佛并五星图 

 

图四//大足北山石窟第 39号窟 

莫高窟第 61 窟甬道壁画也绘有炽盛光佛出行图（图六），车舆周围簇拥着九曜星神
[11]
。甬道图像重绘于元朝，有学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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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题记及人物形象对画面中的人物进行了考证，并推测该图的蓝本可能早至西夏[12]。图像有残损，但是大致可以根据人物

特征来分辨图中人物的身份。车前着绿衣的妇女，手抱装在套中的物件，从其手势和物件形状来看，所抱之物应该是琵琶，此

人应为太白。太白身后有一人，状如天王，头戴驴形冠，头发倒立，四手持兵刃，应为荧惑。车前一人图像残，仅见其头戴兽

形冠，手举一杖，有学者推测其为镇星[13]。车轮后一人，着绿衣，画面残损不能分辨。除此之外，车后还有三人，有学者推测

其为太阳、太阴和罗睺[14]。画面上方还出现十二宫和部分二十八宿的形象。 

从上述图像和雕塑材料来看，五星的形象特征非常明显，多见两女性、一男子、一武士、一老者的组合。其中太白多表现

为抱琵琶的女性形象，李彬墓出土太白俑（图一︰1）虽然头部缺失，但仍可看出其怀抱琵琶的女性形象。岁星特征不突出，图

像中多表现为一年轻男子形象，李彬墓所出头戴猪首冠的文官俑（图一︰2）和与之年代最为接近的北宋刻经中戴猪首冠的年轻

男子形象相似，可以确定为岁星俑无误。辰星多为手持纸笔的女性形象，出土俑像中的辰星俑（图一︰3）为一女性手持一物于

胸前，应该是手持文书的表现。荧惑特征突出，为四臂的武士形象，图像材料和荧惑俑（图一︰4）均表现出这一特征。图像中

的镇星形象也很典型，多为一老年婆罗门形象，戴牛冠或牵一牛，但李彬墓出土的镇星俑（图一︰5）与之存在较大的差异，镇

星俑通体施绿釉，赤裸上半身，怒目披发的形象可能是对镇星形象的曲解。 

二、五星形象来源分析 

在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之前便有赋予星象具体形象的做法，随着佛教的传入，外来的天文学、占星术的思想也对中国传统

的星宿形象产生影响[15]。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本土的道教信仰相互借鉴，两种信仰的神仙体系也出

现了融合的趋势，在星宿形象方面也产生一些共性。 

《晋书·天文志》中记载：“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镇星降为老

人妇女；太白降为壮夫，处于林麓；辰星降为妇人。”[16]按《晋书》所记，岁星为贵臣，荧惑对应童子，镇星为老人妇女，太

白是壮夫，辰星为妇人。《搜神记》中也有荧惑化身童子来预示前程的记载[17]。可见，这种五星拟人化的观点在《晋书》成书之

前已经广为流传。由此看来，《晋书》所记载的五星拟人的观点与上文所见图像材料中的五星形象并非同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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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北宋年间刻《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典《太上三十六尊经》中记载：“木德星君兔头、猪身、虎尾。火德星君马身、蛇尾。金德星

君猴头、鸡身。水德星君黑猿捧笔墨砚。土德星君羊角、龙头、犬耳、牛身。”[18]唐宋时期的道教文献《上清十一大曜灯仪》

中描述：岁星“果玩蟠桃，兽蹲钢髭”；荧惑“森剑戟之兼持，俨弧矢之在御”；太白“常御四弦之乐，旁观五德之禽”；辰

星“立木猴而捧砚，执素卷以抽毫”；镇星“带剑伏牛，杖锡持印”[19]。而同时期的经典《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中将五星描

述为“戴星冠，蹑朱履”“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珮”[20]的星官形象。道教文献中记载的五星形象应该发生过变化，

早期道经所见五星形象与唐宋时期的图像材料存在较大差异。唐宋时期的道教经典《上清十一大曜灯仪》中的五星形象与佛经

相似，应是两教交流的产物。 

唐代中期的佛教文献中最早出现了对五星形象的描述。唐代僧人一行所著《梵天火罗九曜》描述：“中宫土星……其宿最

凶……其形如波罗门。牛冠首手持锡杖……行年至此宿名北辰……其神状妇人。头首戴猿冠手持纸笔……太白星西方金精也……

形如女人。头戴首冠。白练衣弹弦……南方荧惑星……神形如外道。首戴驴冠。四手兵器刀刃……东方木精……其神形如卿相。

著青衣。戴亥冠。手执华果。”[21]同时期的僧人金俱吒在《七曜攘灾决》中描述为：“金其神是女人著黄衣。头戴鸡冠手弹琵

琶……木其神如老人。著青衣带猪冠容貌俨然……水其神女人著青衣。带冠手执文卷……火其神……作铜牙赤色貌。带嗔色。

驴冠。著豹皮裙。四臂一手执弓。一手执箭。一手执刀……土其神似婆罗门色黑。头带牛冠。一手柱杖。一手指前。微似曲腰。”[22]

佛教文献中对五星的形象描述较统一，也与目前所见图像材料相近。 

 

对比李彬墓出土的五星俑来看，其造型特点与佛教经典所描述的形象较吻合，但有一些不同。如怒目披发的镇星俑与状如

婆罗门的镇星像之间便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怒目披发的特征有可能是对文献中“其宿最凶”[23]这一特点的夸张表现。从人

物形象的塑造来看，这些俑像也带有明显的佛教风格，如荧惑四臂三面的形象便具有佛教明王的特点。 

三、五星俑组合及意义分析 

李彬墓所出五星俑组合与唐宋时期图像、雕刻材料中的五星形象基本一致，应是同一题材的神像。从图像组合来看，这些

五星神像多出现在炽盛光佛的图像中，作为炽盛光佛图像构图的一部分。在有些材料中，二十八宿和十二宫也是炽盛光佛图像

的组成部分。发现于日本的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图七）中的星图中也有炽盛光

佛、十一曜和十二宫、二十八宿组合的画面
[24]
。从李彬墓出土俑像来看，五星俑及二十八宿俑的尺寸基本一致，高都在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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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人物各部位比例接近，且造型均为坐姿。对比同墓所出其他俑像，五星俑及二十八宿俑很可能是同一个体系的神像。同

时，李彬墓中还出土一件佛像，跏坐于莲台上，双手交叉，头有顶光，高 30.5厘米，略高于五星俑和二十八宿俑。这件佛像有

可能代表炽盛光佛，并且与五星俑、二十八宿俑一起构成了唐宋时期流行的炽盛光佛的神像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佛像为主体，

尺寸略小的五星及二十八宿俑应是作为炽盛光佛随从的身份出现。 

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较为流行，人们会雕造炽盛光经咒以消灾祈福[25]。《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

称：“若有国王及诸大臣所居之处及诸国界，或被五星陵逼，罗睺彗孛妖星，照临所属本命宫宿及诸星位……但于清净处置立

道场，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饰壇场，至心受持读诵，一切灾难皆悉消灭不能为害。”[26]

对于当时人们来说，“五星罗睺计都彗孛妖怪恶星”，能致灾祸，而诵此陀罗尼便可“一切灾难悉皆不能为害，变灾为福皆得

吉祥”。同时期的寺院壁画中也常常绘制炽盛光佛题材的壁画。《东京梦华录》中描述大相国寺“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

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27]；《挥麈录》也记载蔡元度与门下士在京郊观音院“观壁间所画炽盛光佛

降九曜变相”[28]；《益州名画录》中记载杨元真所绘“圣兴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属，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29]、“大圣慈寺炽

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30]。炽盛光佛与星宿的组合应是寺院壁画的一个常见题材，也是画家所熟悉的题材。据《七曜攘灾诀》

所述，七曜的运行也与人的运势相关，运行到“命宿”即能对人产生影响，且多不祥。书中认为五星“所致人命星多不吉”“多

有哭泣声起”或“吉凶不等”
[31]

。当时人们认为九曜皆能致人祸患，而诵读此陀罗尼经能消灾去难，因此出现了许多以炽盛光

佛为主题的绘画，反映了时人希望通过信奉炽盛光佛消灾解难。 

 

图七//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 

但是当时人们对于九曜又不单纯是一种畏惧的态度，根据墓主在墓中随葬五星俑的行为来看，应该也带有一种祈福的愿望。

《挥麈录》中也提到：“方群神逞威之际，而其下趋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群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胜负未

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32]这里可以看出炽盛光佛降九曜题材应该带有使“九曜”或“九鬼”归化的含义。同时人们又认

为五星二十八宿也是具有守护意义的组合。《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中指出：“若人暂见是塔能除一切灾

难……四大天王与诸眷属昼夜卫护。二十八部大药叉将。日月五星幢云彗星昼夜护持。”[33]此时五星便不是带来灾害的象征，

而是具有守护功能的神将。《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中也指出念此“神咒”使“我等诸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咸来拥

护”[34]。因此在佛教信仰中，五星之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具有守护信众、以防灾祸降临的作用。李彬墓中放置的佛像及五星二

十八宿神像应该也带有禳灾祛邪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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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墓志记载，李彬生前“平日诵佛书日数卷，清约而寡欲，世事是非一不芥蒂。巫觋祈禳，乡之人用以起病徼福”[35]。可

见李彬本人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并且精通一些佛教仪式的知识，常为乡人做法事来“起病徼福”。《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

灾吉祥陀罗尼经》《七曜攘灾决》等佛经中即记载了祭祀星宿神像来祈福禳灾的仪式，《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上也题有对诸神

像的祭祀之法。由此来看，李彬墓中放置星宿像及佛像应该具有供奉以求禳灾祛邪之意。此外这批神像的背后均有一孔洞，一

般也只有供养人藏经卷的神像如此。墓葬中还随葬长柄手持香炉和七宝香炉等物品，应是用来诵经供佛的法器[36]。李彬本人在

日常生活中也应有供奉佛像、诵经以求避祸去灾的行为，故而在墓葬中随葬相关俑像不仅是其本人信仰的反映，也是其生前供

佛行为的延续。 

李彬墓中随葬的神像不仅仅是其佛教信仰的产物，还表现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道教元素。墓中所出的真武像是典型的道教

神像，这件真武像尺寸与佛像接近，高 31.5厘米，略大于五星俑。但是从功能上看，真武像在墓葬中所表达的含义应与佛像及

五星二十八宿像组合所代表的含义相同。道教经典《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记载：“世间善男信女，佩受太上玄天真武无

上将军箓，供食尊礼，万神护佑，众恶咸消，延固寿年，享福无量，子宜敬奉焉。”[37]《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中记载：

“天尊告曰：不劳吾威神。此去北方，自有大神将，号曰真武。部众勇猛，极能降伏邪道，收斩妖魔。”[38]可见，供奉真武像

也能达到“万神护佑”“降福祛邪”的功效。另外，李彬及其夫人潘氏墓中，棺床四周放置四神俑镇墓的做法也是同时期墓葬

常见的习俗。总体来说，李彬墓中随葬俑的造型及组合具有浓厚的佛教风格，与墓主生前信仰相关，道教元素的随葬品应该也

是用来表达墓主禳灾祈福，死后仍求诸神护佑的愿望。 

综上所述，李彬夫妇墓随葬的五星俑的造型与佛教图像中的五星形象一致，具有明显的佛教因素。随葬俑组合中也融入了

道教神仙的元素，但仍然以佛教信仰为主。随葬俑的组合反映了墓主希望通过供奉神像来禳灾驱邪，求众神庇护的愿望。这种

在墓中供奉神像的行为也是墓主生前供佛行为的延续。对比已有材料来看，该墓的随葬俑的组合具有独特性，由于同类墓葬材

料太少，我们很难判断这种墓葬习俗的来源和去向，相关问题值得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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